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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道德理想主义与历史现实主义

——从朱熹陈亮的“义利王霸之辩”看南宋儒学的两条路向
摘 要

朱熹和陈亮的“义利王霸之辩”并非如表面所呈现的那样仅仅局限于“义利”、“王霸”的辩论。在这场耗日持久的论战中，朱熹的史学观根源于“天理”本体，其所追求的永恒价值呈现为理论思辨层面和实践两条脉络；而陈亮的史学观更重视历史运行之道，他为了解决不同历史情境下的现实问题而提出了“道至公而时行”的事功之学。陈亮思想中显现出自觉的历史意识，朱熹与陈亮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论辩，从此展现出南宋儒学发展的的两条路向：“道德理想主义”与“历史现实主义”。从这条历史脉络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后世学术发展的影响来看，两人的辩论是一场儒家内部长久以来的道德理想主义传统与在以往的史学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历史现实主义先声的交锋。

关键词：义利王霸之辩；事功之学；天理；道德理想主义；历史现实主义 

Abstract

Zhu Xi and Chen Liang's "Defense of justice and interest and defense of wang dao and ba dao " is not confined to the debate of justice and interest,wang dao and ba dao as it appears. In this long-running debate, Zhu Xi's view of history is rooted in the li of heaven and the eternal value he was looking for presents as two directions：the theoretical one and the practical one. On the other hand,Cheng Liang’s view of history thought more highly of the dao of running history.In order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ituations,Chen Liang put forward the theory :"Dao is the most public and runs adapting to time.". Chen Liang showed consciou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his thought. Thus Zhu Xi and Chen Liang made a sharp debate about it,showing the two dire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Moral Idealism" and "Historical realism". From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social reality at that time, the influence on the later academic development, the debate between the two men is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al debate of moral idealism within Confucianism and a historical realist avant-garde that has been developed in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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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朱熹和陈亮的“义利王霸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著名公案，同时也是二人对此问题的核心观点得以系统表述的重要契机。欲对此公案予以衡断者不乏其人，在同时代的学者中，身涉争论者就有与陈亮同属浙东学派的陈傅良和叶适等人，以及朱熹门下的众多弟子。到明清时期，理学流弊日起，有许多学者重新找出这段交锋的往还文字以及陈亮的论文，试图寻找救弊之法，恢复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这其中就包括了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到了近代以后，出于对于理学传统的反对，朱熹被塑造成一个顽固封闭的反动派形象，陈亮则成为了一个敢于批判理学的英雄，甚至有人认为朱熹与陈亮之间的争论实质上是儒家和法家之间的争论，并以此为彻底批倒儒家的论据。上个世纪初期出版了许多研究陈亮或者关涉陈亮思想的著述，例如邓广铭的《陈龙川传》、童振福的《陈亮年谱》和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思想溯源》。大部分学者对朱陈之争实质的基本观点都是，陈亮所提倡的事功之学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儒家思想，并称两人之间的这场辩论为功利主义儒家对朱熹理学的挑战。这其中的代表性说法就有目前唯一一本有关朱陈之辩的专著——美国汉学家田浩的《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在这种主流观点之外还有一种更为激进的支持陈亮或者说陈亮所代表的浙东学派的声音，即陈亮一派才是真正的程颐学术的继承人，朱熹理学则是由道家思想脱胎而来的，并非真正的儒学。这种声音只有何炳松提过，由于太过于激进，并没有多少学者接受或者赞同。

后世学者在研究朱熹与陈亮的这场辩论的时候，基本围绕着如下几个方向来展开。第一是陈亮思想的学派归属和学术渊源。大部分学者都基本认同陈亮属于儒家但无所师承，其思想自成一派且根本性质与浙东的其他学派有相共通的地方。第二是朱熹与陈亮的辩论背后呈现出来的实质问题到底是什么。有很大部分的学者都是从陈亮的反理学特点角度出发。也有的学者站在辨析两人根本学问取向不同的角度指出朱熹和陈亮的学说各有缺漏的地方，并认为应该考虑统合或者互补的地方。而这个根本学问取向有何不同就是不同学者所讨论的重点，根据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类：1、强调两人在伦理学立场上的差异：指出朱熹是以一种永恒的普遍道德理性为最终目的的动机伦理学，而陈亮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事功伦理学；2、强调两人在价值理想上的差异：认为朱熹的学问是成圣之学，以“醇儒”自律，理想人格是伦理主体，陈亮则以成为豪杰英雄为目标，理想人格是一种历史主体；3、强调两人所捍卫的“道”内涵不同：指出朱熹的“道”以天理为本位，而陈亮的“道”以历史为本位；4、强调两人认识方式的不同：认为朱熹的思想是一种基于理性主义的哲学，而陈亮的思想则更多是基于生命本能的直觉主义。以上有关不同学者所指出的不同方向的探讨将会在本文中有所体现。

笔者认为，朱陈之辩不局限于对朱熹理学内在问题的探究，也超出了宋代儒学发展内部的讨论，亦与先前的儒学演进以及其后儒学走向息息相关。本文将会在吸取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试图从朱熹和陈亮在道德价值和历史观方面所站在的不同立场方面着眼，具体分析两人在辩论过程中是如何体现这种立场的不同的，从而论证两人的辩论事实上是儒学内部道德理想主义与历史现实主义的交锋。同时，本文也会试图回应一些前人在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陈亮的学派归属和学术渊源 

陈亮的学派归属和学术渊源是研究陈亮思想和朱陈之辩首要面对的问题。宋代的学术流派总体来说呈现出一种地域性的倾向，许多有成就的学者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开坛讲学授课，弟子大多为本地人，继而形成一个个学术流派，例如二程创立的“洛学”、张载创立的“关学”、朱熹创立的“闽学”等等。陈亮的学术影响力主要在浙东地区的婺州永康，因而以他为主要代表的学派称为永康学派。又因为永康学派与浙东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在思想立场和学术取向上有许多相一致的地方，学风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故而这几个学派也统称“浙东学派”。虽然浙东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思想各有相似之处，但是在细微之处上还是有许多差异的。《宋元学案》中对陈亮师承的判定主要为“无所承接”，即陈亮的学问是自己体悟出来的，没有受到师承的影响。全祖望说：
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

黄百家也说：

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是时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

陈亮自己的自述提到：

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杰之士，而与之论今日之大计。盖尝数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下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帝王皇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繇，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

由此可见陈亮的学问是通过自己对“古今沿革之变”和“帝王皇伯之道”的考察和推极所体悟出来的。

而有部分学者会引用王梓材在《宋元学案》中的这段话证明陈亮应该是永嘉学派学者郑伯熊的门人：
又先生祭郑景望（即郑伯熊）龙图文称之曰：“吾郑先生”，则先生亦在郑氏之门矣。

甚至更有学者据此认为陈亮的学问可以上溯到程颐，因为郑伯熊的学问也自认为来自于程颐。但是侯外庐批驳了这种说法，因为陈亮曾对二程的思想表现过指责的意思：
元晦之论，只是与二程主张门户；而尊兄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平正，……

侯外庐先生的指责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可不说陈亮没有受过二程思想的影响。因为第一位赏识他的前辈周葵和他在太学的老师芮烨（同时也是吕祖谦的岳父）都曾经劝勉他多读一些理学家们所推重的书籍。在他科举失利之后，他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闭门读书自省，在这期间他主要研究和讨论的都是儒家先贤和前代的理学名家大师如周敦颐、张载、二程和二程的弟子，还自费出版了不少二程和二程弟子的文集作品。但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以往的学术路径，只是在自己的学问中提高了道德性命学说的地位。如他在《杨龟山中庸解序》中表示了对理学家们推重的《四书》的褒扬，但这是在他奉一直以来更推崇的《春秋》和《易》为学习的首要目标和最终目的为前提下进行的：
予以谓不由《大学》《论语》及《孟子》《中庸》以达乎《春秋》之用，宜于《易》未有用心之地也。
  
由此可见虽然陈亮的思想“无所承接”，但是他本人受到过许多前人和师友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在与交好的浙东学者吕祖谦、叶适、陈傅良讨论以及与学术立场有冲突的学者如朱熹辩论的过程中，这些学者的思想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从一个更为广大的层面来看，陈亮思想与儒学思想的发展背后还隐藏着一条绵延千年的线索，可以说，当把这条线索拈出来时，就会明白陈亮与朱熹的交锋是中国哲学史内部的两种思潮冲突交流的必然，陈亮与朱熹思想的根本不同也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条线索就是儒家中由史入道的一脉学者所做的学问，从孔子的《春秋》到司马迁的《史记》，再到北宋时期以欧阳修、司马光、三苏为代表所作的儒门史学著作，以及在陈亮以后的以黄宗羲、章学诚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术。这一脉学者的思想虽然在某些细节上会有许多不同，但是都有一个核心立足点——“天人之际”，也即是历史演进的总体过程以及其中包含的历史现实。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是这些学者的共同理想。这些学者在所有的儒家经典大多中最崇奉《春秋》。而这种为学路径正是朱熹所反对的，他曾多次批评这些学者并表达出对以史入道的轻视：
圣贤以《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司马迁），亦甚惑之矣！

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

陆氏（九渊）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

陈亮虽然没有直接表述过自己对史学的推重，但是从他主要论著《酌古论》、《三国纪年》等中可以看出他做学问是带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的。因此正如上面引用的他在《杨龟山中庸解序》中写的那句话所体现的那样，他和自己以史入道的前辈一样，在六经之中最为推崇《春秋》。与朱熹、陈亮二人都相熟的南宋宰相王淮曾对这两人有过这样的点评：“朱为程学，陈为苏学。”
苏学指的便是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学问。朱熹本人似乎也是这么认为。其实，陈亮虽然非常喜好苏轼的文章，但他们的思想除了都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问这一共同点之外，还有许多不相似的细节。但无论如何，这都彰显了陈亮的学问是一种具有一定自觉的历史意识并以之为本的学问，这就注定了他与以永恒普遍的道德价值“天理”为本位的朱熹之间定然存在极大的歧异，他们的冲突也将会主要围绕对历史的认识和道德价值展开。朱熹和陈亮在史学观上的歧异在北宋时期就曾有过类似的讨论，这点将会在下文的具体分析中有所阐述。而陈亮由历史之道出发推及的事功伦理学以及与朱熹在此立场上的冲突也深深根植于此。

朱陈之辩涉及到的几个具体问题及其背后的本质

朱陈之辩起源于淳熙十一年（1184年）朱熹给陈亮的一封信。当时陈亮被构陷入狱，在朋友的搭救下终得洗刷冤屈开释出狱，远在武夷山的朱熹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托门生捎信一封慰问陈亮，想要借这次机会劝他反省自己，取消“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以醇儒之道自律”。
而这就促使陈亮向这位吕祖谦逝后唯一能够倾诉心曲的博学长者完整阐述自己的学说，并向世人自明心迹。于是陈亮带着满腔愤懑在给朱熹的书信中提出反对将义利王霸对立两分的观点，并引出了“三代和汉唐的历史功过”以及“儒者的终极理想”的问题。在这些争端的背后反映出两人根本立场的不同，具体展现为“天道人事之辩”、“三代汉唐之辩”、“义利王霸之辩”三个方面。

（一）“天道”与“人事”之辩：天理本体之“道”与历史运行之“道”的对立

陈亮和朱熹在书信中涉及“道”的讨论是围绕着“道”与天地之间唯一的主体——人展开的，主要目的是论证汉唐的“霸道”到底符不符合天道，背后隐隐触及了“道统论”的问题。陈亮认为，人的历史活动就是道的运行过程，舍人无以为道：
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非天地常独运而人为有息也。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矣。夫“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亡非人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使人人可以为尧，万世皆尧，则道岂不光明盛大于天下；使人人无异于桀，则人纪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废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不息哉！

在他看来，道运行于天地之间，而天地运转离不开人的活动。所谓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不是道可以外在于人的活动而独立存在，而是因为“人人可以为尧”，若“人人无异于桀”，那么人纪不修，道的运行也自然就废止了。汉高祖唐太宗以及本朝宋太祖都是有宏阔本领，能保证天地常立而道长存的人，即使是像曹操这样篡夺汉统的人，也因为他在有限的范围内做成了功业能使天道有限地运行。可见在陈亮看来，“道”是一种历史运行之道，且以人为这种历史运行之道的运行主体，极大地高扬了人在历史运行中的作用。陈亮在他的一篇名为《人法》的策论中提到：“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
道与人事活动密不可分，因而道之长存惟系于人的弘扬。陈亮此处还隐含了一层意思：既然道是历史运行之道，因而也会随着历史运行而有所变化，正如孔子看到“三皇之化不可复行”便弘扬“三王之礼”一般。他之后进一步指出三代是本领工夫俱到的“做得尽”，汉唐是有本领无功夫的“做不尽”。陈亮认为天道独立于人而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因而指责朱熹以及诸儒若是认为孟子以后世上便只是架漏牵补度日不合于天道，那么就相当于千百年间出现了极大一块“道”的空缺；若道不赖于人而依然长存，那么便近于佛家之学了。

朱熹当然也认为道是亘古长存的，他也并不反对甚至赞同“人能弘道”这一命题，但他反对人能对“道”本身有所作用。他认为陈亮仅仅抓住道可以亘古长存这一点是一种侥幸心理：
盖天理人欲之并行，其或断或续，固宜如此；至若论其本然之妙，则惟有天理而无人欲，是以圣人之教人，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于形体之私，则固不能无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于天理之正，则又不能无道心矣。日用之间，二者并行，迭为胜负，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乱安危，莫不系焉。是以欲其择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杂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于人欲；则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而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夫岂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时而泯者为当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须臾之不常泯也哉！

道本身不会消亡，但人却会有不能体认道理、从道而行的时候，人禀受气和理而生，既有受形体之私影响的人心，又有禀受天理而来的道心，天理和人欲事实上是并行于天地间的，但是在人欲的蔽障下天理只能断续地运行于世间。所以不能仅仅满足于道之长存而不顾念在人欲和人心的作用下天理是断续运行于世间的事实，放任“天理流于人欲”，人心自危、道心自微。这也就是为什么三王要传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密旨所在。朱熹指出陈亮书信中说“心无常泯，法无常废”事实上也意味着“心有时而泯”“法有时而废”，更是证明了天理是断续地在世间运行的，这正是因为人有时会受人欲所蔽不能体认天道，顺应天道而行。

朱熹和陈亮对道的同一性都有基本的共同认同，但在对道的本质和道与人的关系的表述上有天壤之别。陈亮在他的论著中多次表述了他对道的本质的根本观点——何物非道，道不能独立于人事之外：
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

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

由此可见陈亮所认为的道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但是这种普遍性并不意味着道是独立而永恒的，而是如同历史的发展过程一样，具有一定的阶段性，随着历史的展开而展开。人的历史活动对维系道的存亡至关重要，也就是说，陈亮所说的道更多意味着一种历史运行的延续性，当然这其中必然包含了在陈亮的诠释之下通常儒家意义上的价值维度，例如治乱与否、民心向背等，这一部分的具体内容将在后文讨论陈亮的义利王霸思想时阐述。

事实上仅仅就道不离于日用常行之内这点来说也是朱熹所承认和认同的，然而陈亮和朱熹在道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却是两个相反的路径。朱熹认为陈亮承认道的长存却又认为道依赖人而存在是矛盾的。因为当人的行为不端时，在人的身上是不能体现道的存在的，如果道必须依赖人而存在，那么道也就沦丧了，这割裂了道的一以贯之性。道只有一个，“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所以并非道亡了，道只在那里，只是人不去遵循它罢了。

朱熹从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现实世界的事物是理堕到气之中的产物，人也是如此。因而从逻辑的先后顺序来说，理在事物产生之先，“未有这事，先有这理”；从现实的层面来说，人会受到因气的遮蔽而有的人欲的影响，行事不符合本然的天理，所以人要摒弃人欲，存养并复归天理。因而成为“道”最完满的呈现者——成圣是成人的终极目的，除此之外，别无它者。所以虽然道不依赖人而存在，但是人因为禀受天理而生必须追寻道。当然朱熹自己也承认，真正能完全符合他的要求的人只有传说中的圣人，但他认为必须将圣王作为楷模，否则人只能自欺欺人，永远只能做最不完美的功业，“立心之本当以尽者为法，而不当以不尽者为准”。
朱熹是要挺立起一种坚定而永恒的价值来避免道德的沦丧。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可望而不可即，恰在天理与人之间划了一条不可跨越的分界线。因此从陈亮的角度来看，朱熹将“道”与“人”的作用之间的密切关系割裂开来，一不小心就会落入“低头拱手以谈性命”的陷阱之中，而忘了现实社会中的许多具体问题。

（二）“三代”与“汉唐”之辩：理学与史学的第二次碰撞

陈亮与朱熹论争的另一个重要焦点是对三代和汉唐的评价问题，但是正如陈亮在与讲友陈傅良谈及他与朱熹的这场辩论时所提到的那样：“亮与朱元晦所论，本非为三代、汉唐设。”
其背后其实是史学和理学在历史哲学领域的一次碰撞。

陈亮评价三代和汉唐时的基本态度有二：一是两者的功业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做得尽和做不尽之分；二是在进行历史评价时可以使用“春秋笔法”，褒扬历史影响好的，洗去历史影响差的，以对后人的价值观作出正向的引导。这两个基本态度体现出了陈亮在处理史学问题时的基本倾向，同时也是为他与朱熹辩论的终极论题——“义利王霸之辩”提供论证。

陈亮认为汉唐在保障天下安定、百姓生活安稳之处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这是汉唐的功业值得肯定的部分，而朱熹以及其他一干儒者却完全否定了他们的功绩，相当于把他们与其他真正残暴无道的君主归类到了一起，这是他所不能接受也是汉高祖、唐太宗本人也无法信服的。陈亮引用了隋朝知名儒学家王通的一句话：“皇坟帝典，吾不得而识矣，不以三代之法统天下，终危邦也。如不得已，其两汉之制乎。不以两汉之制辅天下者，诚乱也已。”王通是历史上非常出名的赞扬两汉功业的学者，他认为两汉最接近王道，但是“其心正”“其迹谲”
，虽然两汉帝王有行王道的本心，但是他们的行为有许多违背王道的地方，所以还是不如三代圣王治理天下那般臻于至善。
陈亮的观点有很多受到了王通的影响，他认为“本领闳阔，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领，无工夫，只做得汉唐。”
这里的本领和工夫应该近似于王通所说的“两汉之制”和“三代之法”，即汉唐的典制和三代的礼法。陈亮认为汉唐并不像后世儒者说的那样仅仅以智力把持天下，其本心也是出于仁义公恕，否则不可能保证天下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而会像暴虐君王如秦朝的统治那样民不聊生。陈亮并非就以汉唐之无道为有道，他曾在一篇论文中详细探讨过他对汉唐的认识过程：
三代以仁义取天下，本于救斯民，而非以位为乐也。齐桓挟尊周以自私，败商周之常经，而开争夺篡弑之祸，其流既惨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为；陈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刘项藉之以起。沛公号为宽大长者，三章之约，足以动天下而入其心，宜本于为民而起矣。方其穷时，纵观秦皇帝，叹曰：“大丈夫当如此！”其意岂出于为民耶！天下既定，周防曲虑，如一家私物，此岂三代公天下之法耶？唐太宗与刘文靖之谋似矣；与其父谋所以免祸，而迫胁以从之，何其舛也！尊隋之举，代王之立，殆若濯泥于水，而明白洞达之事，仅能以九锡归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于汉，则其义岂足以自附于三代乎？然而国祚之久长，斯民之爱戴，曾不减于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则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

陈亮接下来在文中讨论了汉高祖唐太宗有何“可言者”。陈亮认为，能够成为君主使其他有才德的人听命于自己的人必有过人之处，而能够保证像汉唐那样几百年基业的王朝，其君主若是出于以天下为自家私有的私心，定然不会有如此长久的国祚。陈亮大大地赞赏了汉高祖的“三章之约”和唐太宗平定乱世的功绩，并指出三章之约并不是仅依靠萧何张良教导就能推行，平定乱世也不是唐太宗手下名将刘文静自己所能发起的，这背后显示了汉高祖和唐太宗能够统治天下与他们自身的才德和用人之道不无相关。他们能够立下“三章之约”，能够挺身而出平定乱世，正是本于他们最初的救民之心，虽然后来为了得到能够统治天下的位置作出了一些有违王道的事（如玄武门之变），他们的初心也没有遗失。陈亮将这个最初的救民之心与孟子学说中见赤子入井心有震动的恻隐之心之端作了个类比，他相信这是汉唐实行王道的心之端。陈亮还在后文中为汉高祖和唐太宗的这些道德瑕疵做了辩解：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有孔孟这样的圣人，但是他们却因为没有得“其位”，所以没法施展他们的抱负拯救民众于涂炭之中，所以汉高祖和唐太宗虽然为了获得统治地位而做了一些有违王道的事，但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得到位置救民而非出于一己之私，所以功过犹可相抵，他们的道德瑕疵无损于他们为了天下之公利的本心。                                                                                                                                                                                                                                                                                                                                                                                                                                                                                                                                                                                                                                                                                                                                                                                                                                                                                                                                                                                                                                                                                                                                                                                                                                                                                                                                                                                                                                                                                                                                                                                                                                                                                                                                                                                                                                                                                                                                                                                                                                                                                                                                                                                                                                                                                                                                                                                                                                                                                            

在呼吁重新评价汉唐的功绩之外，陈亮又话锋一转，指出三代以前并非全是如后世儒者所颂扬的那般全无利欲不喜富贵，只有如同记载所呈现出来的俱是净洁。陈亮认为：
今诗书载得如此净洁，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尽概圣人之心者。圣贤建立于前，后嗣庇承于后，又经孔子一洗，故得如此净洁，……迁善改过，圣人必欲其到底而后止，若随分点化，是不以人待之也。点铁成金，正欲秘书诸人相与洗净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宝藏长长发见，不是只靠“这些子”
，以幸其不绝，又诬其如缕也，最可惜许多眼光抹漆者尽指之为盲人，而一世之自号开眼者，正使眼中无翳，眼光亦三平二满，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长在乎！

陈亮虽然尊崇三代之治，但从根本上来说他并不认为三代的一切都是全善的，因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三代和后世一样，在社会的运转的过程中多多少少有利欲的掺杂。在陈亮看来，三代得以被弘扬得如此净洁有三方面的原因：圣贤确有功业建立，后辈为之遮掩包庇，以及孔子在记载中“洗”去含有利欲的部分，只留下净洁的部分。他在这里并非是要批评孔子，而是要借孔子当年认为“三皇之化不可复行，而祖述止于尧舜，而三王之礼古今之所不可易，万世之所当宪章也”于是“芟夷史籍之繁词，刊削流传之讹谬，参酌事体之轻重，明白是非之疑似”
的行为来说明一个观点：在春秋战国时期，老庄认为正是三代的统治导致了当时的天下之乱，而孔子却看到了三代以前的道无法再推行，于是决定删定史籍，向后世宣扬三代的功绩；而如今汉唐或许也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众家讨论中的三代一样，其中值得被后世所学的可取之处因为偏见而被彻底否定和诋毁。陈亮认为作为一名学者，有义务像孔子当年的作为一样，向后世宣扬汉唐的功绩，引导他们学习汉唐的可取之处。他甚至兴致高昂地邀请朱熹一起加入这项事业。

陈亮的观点是朱熹所不能认同的，甚至在朱熹看来颇为惊世骇俗，是大逆不道的言论。朱熹认为三代以仁义得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把汉唐与三代等列，那么就是辱没了三代所象征的“道”。他指出了陈亮设论中的漏洞：如果只是因为汉唐的功业就认为他们有仁义之心，事实上是一种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朱熹反问陈亮：“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出于正耶？”
在他看来，答案很显然，如果说汉高祖或许还不是完全出于一己之私，那么唐太宗就是一个所思所想彻彻底底从人欲出发的典型。所以虽然汉唐有小康之世，但是他们只是在行事中偶有暗合天道之处，而从他们的本心来看，全都是出于利欲。朱熹还指出，汉高祖虽然有三章之约，但是也有族灭功臣的劣迹，唐太宗虽然有平定乱世的功绩，但是也做了许多乱伦逆理的事。从头到尾，符合义理的行为不多，不合义理的事却不少，与三代从仁义之本心出发从根本上就有差别。朱熹还批评了陈亮所引用的王通的言论，认为帝王之道只有一条路，没有所谓的两三等之说。朱熹对将汉唐比附三代的言论是甚为鄙夷的，这点从朱熹在与学生谈论王通的学问时的评价可见端的：“它（王通之学）有个意思，以为尧舜三代也只与后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着。”在朱熹看来，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已经有一个最佳的理想模范——三代，再去弘扬汉唐的所谓可取之处是一件没有什么必要的事情。提出这种想法的人，暴露了他们义理工夫学不到家，没有很好地学习过他所认为的“不传之绝学”的事实。

朱熹并不是完全不通实务并固执古板地要求完全与三代的制度一致，例如，他曾指出过虽然封建制更有利于君民之情久相亲，但已经更不适于行之后世。
很显然的一点是，在陈亮和朱熹的辩论过程中，对“三代”的所指是有价值意义上的偏差的。虽然朱熹认为在现实的具体实践中有许多经权上的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推崇三代是要以三代为名构建一个最高的价值取向作为最终的评判标准，这个标准一以贯之，是绝对的而非相对的。从具体的历史状况来说，无论是三代还是汉唐，都曾在历史记载中展现过它们黑暗的一面，但是从儒学要建构自己的政治学说角度来说，又必须树立起一个纯粹至善的王道理想模范，所以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三代被理想化，汉唐被妖魔化。而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三代也就在儒学建构过程中的历史惯性作用下被认定为天理作为理想政治秩序的最佳展现。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到，与汉代以天人感应的谶纬之学来规劝震慑帝王不同，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是要树立起一种凛然不可犯的最高价值来引导统治者从严要求自己。

在接下来的信件中，朱熹对陈亮邀请他一起加入洗净二千年世界的宏伟事业的请求没有任何回复。朱熹本人对此其实是颇为抵触的，这点从他对司马光的评价颇见端的。朱熹在编写《资治通鉴纲目》的过程中对《资治通鉴》认识颇深。他在谈论司马光时曾对他批评道：
温公《通鉴》凡涉智数险诈底事，往往不载，却不见得当时风俗。如陈平说高祖间楚事，亦不载上一段，不若全载了，可以见当时事情，却于其下论破，乃佳。

如子房、剧孟，皆温公好恶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论以明之可也，岂可以有无其事为褒贬？温公此样处议论极纯。

朱熹不满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特意隐去“智数显诈底事”的行为，而是主张史书应该将史实完整呈现，否则当时的风俗就会被隐没掉。朱熹认为，若要彰显是非之道，可以另外“论破”的方式来进行褒贬。朱熹本人并不很推重史学，也无意于以在史书中删削史实的方式来褒贬是非，在他看来，史学是在通晓经学明白义理之后才能去触碰的，是义理之常道的现实之用。而在司马光和陈亮看来，史书中也承载了道，对史实的删削是对道的一种维护和传扬。朱熹在史学书籍和经学书籍之间作了严格的划分，他认为史学书籍应该全面呈现真实的历史，说明分晓义理是经学书籍的工作，其中包括了对史学书籍中的史实进行义理批判，不可混为一谈。因此在他看来《春秋》是经而非史，并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作为对《春秋》的仿效，从义理出发褒贬前代得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朱熹的这种做法倒是一反前代经史不分的风气，凸显了史学和理学的独立性。                    

其实类似的史学与理学的碰撞在北宋时期就曾有过一次。在《二程集》中记载着这样一则司马光和程颐之间的交流：
君实修《资治通鉴》至唐事，正叔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簒名乎？”曰：“然。”又曰：“敢辩魏征之罪乎？”曰：“何罪？”“魏征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事桓公，孔子称其能不死，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与征何异？”曰：“管仲之事与征异。齐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长而当立，子纠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纠奔鲁，小白入齐，既立，仲纳子纠以抗小白。以少犯长，又所不当立，义已不顺。既而小白杀子纠，管仲以所事言之则可死，以义言之则未可死。故《春秋》书‘齐小白入于齐’，以国系齐，明当立也；又书‘公伐齐纳纠’纠去子，明不当立也；至‘齐人取子纠杀之’此复系子者，罪齐大夫既盟而杀之也。与征之事全异。

司马光援引孔子对管仲的赞扬评价为例子，来说明他不判定魏征有背叛旧主的罪的合理性。孔子在面对弟子关于管仲背主是否为仁者的疑问时，是用管仲的功业来进行回应的，“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因此遵循着这条思维路径，司马光认为魏征无罪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程颐在更细致地考察魏征和管仲与伦理秩序的相合程度后指出，魏征背主的同时也违反了尊奉嫡长的伦理秩序，而管仲先前以不当立的幼子为主，后转为为当立的长子也就是齐桓公效力，是对以往犯下的错误的补偿。司马光在魏征的道德瑕疵与他的功业的正面影响之间作出取舍，最终对他做出了一个正面评价。而程颐事实上与孔子和司马光在判断像管仲、魏征这样的名臣时的思路相偏离。他完全从维护伦理的角度出发评判他们的道德。与朱熹和陈亮在评判三代和汉唐时所持的根本立场之对立相似，朱熹和程颐将道德价值和作为天理化身的伦理秩序奉为不可侵犯的唯一标准，而陈亮和司马光尽管也看重道德判断，但也十分重视历史影响这一判断维度。

（三）“义利王霸”之辩：基于本心的永恒价值与基于公利的事功伦理

陈亮和朱熹在书信中对于道与人的关系、三代和汉唐的评价比较的辨析，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各自对于自己有关义利王霸观点的论证，其中义利之辩为辩论的根本方向，王霸之辩则是作为在义利之辩之下的层次展开的。在书信中，陈亮和朱熹借用了孟子提到的一个有关捕猎禽鸟的典故来说明对此的态度。这个典故来自《孟子·滕文公下》：

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驱驰，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

朱熹首先引用孟子的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对陈亮抬高汉唐地位的反对：“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
指责陈亮只因为汉唐建国传世的功业而认为他们符合天理，而没有注意到他们本不出于正道，这里朱熹将治理国家取得的功业比作“获禽之多”，将汉唐为了取得这些功业采取的手段比作驾车者不符合规范的“诡遇”，因此在朱熹看来，陈亮这种看法是“以成败论是非”的后果论。

陈亮则认为，孟子在提到这个典故时引用了《诗经》中的“不失其驰，舍矢如破”一句话，说明了在孟子看来，“君子不必于得禽也，而非恶于得禽也。”御者按照规范来驾车，射者发而必中，这才是君子之射，怎会有人拿着牢固的弓矢去狩猎却甘心空手而返呢？在他看来，“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亲眼便为能，则两不相值而终日不获一矣。射者以手亲眼便为能，而御者委曲驰骤以从之，则一朝而获十矣。”驾车符合规范并不意味着就要无所获，“正御”与“正射”相搭配，既符合规范，又能百发百中，有所获得。获禽与否与御者和射者是否符合君子之道之间的关联并非孟子要探讨的主题，对两者之间关联的强调更非孟子的本意。然而这个典故却常被后人运用来论证一些迂阔不切实际的观点。陈亮辩解道，“亮非喜汉唐获禽之多也，正欲论当时御者之有罪耳”，汉高祖唐太宗是君子之射，也即拥有发而必中的能力，却没有君子之御，也即“范我驱驰”的纯正合范的驾御，这也是这两朝最终以“禁暴戢乱”“爱人利物而不可掩者”为终的原因。

关于孟子引出的这个典故的解读，由于他本人在论证时在话中留下了不少解释的余地和阐发的空间，所以两个人的解释都有可以说得通的地方。
但是从两人的这段争论中可以很鲜明地看出，他们的义利观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朱熹对于“义”和“利”有着严格而明确的区分，在他看来，对事情是否符合道义的评价绝对不能与利益沾染上任何关系。只要一件事情的发生仅仅出于义的本心，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义，结果也有利于义的彰显，那么不管这件事情是否会带来利益，都是好的、善的、符合道义的。而只要这件事情的发生夹杂了任何想要逐利的动机，都不能称之为义。朱熹的这种看法归结起来，可以用董仲舒的一句话精准地概括：“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陈亮反对这种将义和利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道义与利益是有共通之处的。他引用了孔子夸赞管仲“如其仁”的话和程颐对此的评价“如其仁者，称其有仁之功用也”来反驳“明道不计其功”的观点。陈亮指出，如果按照程颐的解释来看孔子，岂不是说明圣人谈仁的时候也会计较人的功绩吗？在陈亮看来，把义和利分隔开来，完全否定利存在的正当性是一种分裂，义和利“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陈亮此处所谈的直上直下的义利范围已经不是广义指称的义和利了，尤其是其中的“利”并不是以往所通指的利欲，而是天下之公利。

以往的学者在探讨朱熹和陈亮的义利王霸之辩的时候多着眼于朱熹是一个看重动机的义务论者，而凭借对书信中的陈亮思想的只言片语的考究判定陈亮是一个单纯的后果论者，并由此将陈亮归类为一个功利主义学者。但是究其根本，朱熹和陈亮关于“义”、“利”的歧异乃至从此延伸出来的“王道”和“霸道”的歧异是建立在他们两人对公私范围的分别之上的。朱熹和陈亮都重公轻私，但是他们对公与私的认识不同带来了他们对义和利关系认识不同。朱熹以道德化的天理为公，为义；以人欲为私，为利。陈亮则以天下之公利为公，以私利为私。他在最后一封与朱熹论辩的信中申明了自己的这种区分：“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琐碎皆私意也。天下之情伪岂一人之智虑所能尽防哉，就能防之，亦非圣人所愿为也。”
在陈亮看来，大道是至公的，但是“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天下间情伪四起，人多有私心，人们对私心的追求不是单纯一人的智虑可以干涉得了的。这里陈亮指出孔子就是被老庄误解为想要以一人之智虑尽防天下，但是孔子是本于至公的理念来提出和推行自己的学说的。陈亮意在劝朱熹发扬自己的学问中本于至公扫尽情伪的影响，但不要让儒学变为门槛极高的学问，同时也侧面体现出他所认为的公的标准并非某个一家之言中倡导的标准。

那么在他看来，这个天下之公利又是以什么为标准呢？陈亮将法度作为公利的范畴，而非传统的道德至上的评价角度。他在《人法》这篇策论中提到：“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他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加强了他对此观点的论证：
自秦壤天地之大经，而天下之变始开矣。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而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而人固亦不能易矣。

陈亮把法度看作“人极”的基础，甚至是仁义礼乐得以作用的前提，他在选录二程和张载文献时特意选取了三人讲论法度的内容并为之作序：“夫法度不正则人极不立，人极不立则仁义礼乐无所措，仁义礼乐无所措则圣人之用息矣。”
  陈亮所指称的法度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普遍规则，“圣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祸乱”。
 他还强调，法度是最适于面对情伪日起，人心之私不断增长的复杂社会现实的政治形式。他将法度的作用追溯到尧：“昔者三皇五帝与一世共安于无事，至尧而法度始定，为万世法程”
，“以至于尧，而天下之情伪日起，国家之法度略备矣”
。

由此可见，陈亮的事功之学，所事“功利”实为天下之公利，而非小己之私利。这是他提出义与利相通的观点的根本落脚点。在此基础上，以往因为逐利而被批判的霸道也就因其能运用强力而有效的手段实现王道所追求的天下之公利为陈亮所称许，并认为“霸固本于王”。                                                                                                                                                                                                                                                                                                                                                                                                                                                                                                                                                                                                                                                                                                                                                                                                                                                                                                                                                                                                                                                                                                                                                                                                   

三、结论与后论：道德理想主义神圣性的破灭和历史现实主义的显现

从上述对陈亮和朱熹思想之歧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分歧的根本立足点在于两人所体认的“道”不同。由对“道”的不同认识出发，两人的史学观和义利观、王霸观也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提到，这种差异和冲突的其实是两种思潮——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之间的必然交锋。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涉及到两人辩论的前后两个时间维度：魏晋以后儒学面临的危机和宋明以后理学的流弊。

魏晋以后，儒家不复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先是受到道家思潮，再是受到由印度传入的佛学冲击。佛老学说的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消解了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理念，对儒家构建的理想社会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韩愈在《原道》中批判道：“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敎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佛道两家不敬君亲、禁相生养的观念从根本上冲击了长久以来儒家所强调的五伦之德的社会秩序。然而，由于传统儒家学问中缺乏对超越世界层面的理论建构，所以在面对佛老两家学说时处于反击乏力的状态。直到两宋时期理学的产生，才扭转了这个局面。理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为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尽管他们确立的本体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归结起来说，他们的学说都是以“理”为本原和核心，构建了一个统摄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宇宙本体和人生价值诸方面，贯通古今的理论体系，使得传统儒家思想的主要精神能在这个体系中融洽无碍地呈现。

可以说，理学构建的这个体系进一步巩固了传统儒家思想中内在价值修养与外在价值实践之间的连接，为儒家长久以来的社会理想和终极价值追求找到了一个坚固的理论支撑基石。牟宗三先生曾在《政道与治道》中提出这样的设问：政治实践之坚实可靠的基础在哪里？社会世界之落实而定常不移的律则在哪里？
他给出的回答是，政治实践之坚实可靠的基础和社会世界之落实而定常不移的律则是能找到的，其根源就是“理性”。在传统儒家话语和理论建构中，这种“理性”表现为“德”，是一种道德化的理性。这种表现为“德”的“理性”，拒斥非理性的“力”的作用，并从根本上反对英雄主义和英雄主义构建出来的政治神话。孔子的内在价值修养和外在价值实践都立足于一个德化的理性核心——“仁”。孟子推进了对“仁”的诠释和阐发，他曾引用孔子的一句话来论述“道”与“仁”的关系：“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孟子赋予了以“仁”为基础的“理性”之“德”以先天性和本然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
。以承继孟子之后的道统为己任的理学家们自然也遵循了孟子的路径，发掘“理性”之“德”的超越性和形上性，将其推及为普遍永恒的道德化的天理。同时，理学也因循其一直以来的现实性特征，理学家们开始重视儒学拥有的两个向度之分——“内圣”和“外王”。他们希望通过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的内圣工夫和外在王道实践的一以贯之，来实现儒家终极的价值追求，重新建立起一个可以与传说中的“三代”相提并论的理想的社会秩序。这一点也非常鲜明地体现在朱熹的理论建构和现实实践中。

在南宋面临内外交困的境况下，朱熹对理学的阐发，落实到政治现实中是要劝导皇帝处事理政要遵循天理，“格君非”。他在上书反对与金人求和、劝导皇帝收复失地时说道：“其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然则今日之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
朱熹从整个理学体系的视角出发分析，认为遵循天理之道来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帝王和士大夫治理国家的基础，因此在收复失地、振兴朝政这件事之前，必须要做足够的心性功夫准备。在政治局势之外，朱熹也十分注重发挥理学的社会教化功能，他以及他同代的许多理学家都投身于书院的建设之中。同时，他将家族看作能够承担一部分社会治理和保障功能的重要的社会基本单位，设计了理想的家族秩序作为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一环。这些都是朱熹在“外王”方面做的现实工作。然而，尽管朱熹谈道德心性之学最终是要落脚到具体的日用实践当中去，而并非是要只讲超越不谈实务，但是他对此的推崇依然带动了这种只“拱手于道德性命之学”的风气，也给了后世伪道学家们钻进“理”的壳子里欺压别人的可趁之机。
陈亮并不认为这种理论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他在劝说皇帝收复失地时，是从地缘政治和礼法制度的角度考虑的，他十分强调儒家传统的夷夏观，并以此来激励宋孝宗有所作为：“臣窃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
他在上孝宗皇帝的三封书信和中兴五论中详细地给出了自己考察古今之变后对时局方方面面的建议，在他所作的一些诸如《人法》《问古今文质之弊》《问古今损益之道》等的策问或者问答中也可见他对时事的深入思考。他批判某些只关注道德性命之学的人对现实的忽略：“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託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理学的流行并不如理学家们所想的那样，推动人人向本然之天理探寻，遵循仁义之道，社会行以王道，风气由之清正。相反，“理”成为了某些善于玩弄概念的人借以责难他人、包装自己的工具。
戴震所痛斥的“人死于理”正是源于理学的这种流弊。“理性”之“德”被高扬为与“理”本体万古同在、亘古不变的永恒价值，既是极为崇高的，也是脆弱的。为了保证其确实具有突破历史壁垒的合法性，“理性”之“德”必须具有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超越性，然而这种超越性也就意味着必然与现实的人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在这种状况下，人要么坚定地走向永恒价值（且基本永远在走向的路上），要么滑向被批判的永恒价值的反面。当然，在儒家学说中有“经”与“权”的考量，朱熹也曾多次探讨过一些具体的道德情境中面临紧急情况容许违背道德原则的权宜之计的问题，但是“权宜之计”依然是难以撼动价值的永恒性的。道德的中间地带一般来说只在谈到道德修养和实践的初始状态时才被提起。如此一来，普通人在以永恒价值为目标的路上容易因挫折而丧失对永恒价值的信任，偷懒地走进伪善和道德虚无主义的阴影之中。违背永恒价值的事件的逐渐积累最终会导向永恒价值普照的突破，随着市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世俗文化的兴起，巨大的社会变化挑战着永恒价值的根基。同时，超越的永恒价值与快速的社会发展变化之间的不匹配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紧张和道德压力。理学家们建立在超越性上的道德理想主义之神圣性便破灭了，逐渐丧失原来对社会秩序的约束力。

儒学过往的史学实践孕育着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之基础——儒者的历史意识，在这种历史意识自觉的指引下，陈亮的事功思想对理学所构建的超时空、非历史的永恒价值进行了冲击。陈亮的这种冲击首先体现在他对“三代”和“汉唐”的看法上。上文已经指出，“三代”是理学家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传统儒学家）在政治上的永恒价值——王道的载体
，而陈亮对“三代”和“汉唐”的重新评价指出了理学家们对三代的过于神化和对汉唐的过于妖魔化，从而推出他从历史主义的思维角度得出的观点——“道至公而时行也”，“道”首先是至公的，其次是随着历史的运行而有所变迁的，每个时代的至公之道都根据其时代的情况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运行状态。其次体现在他对“义”和“利”的重新辨析上。陈亮引入了“利”的积极正面的维度，认为义利是有相合之处的，这个交叉点就是天下之公利。陈亮的这个界定扩大了道德内涵落脚点的范畴，使其更观照人的现实需要。当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陈亮本人深受传统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影响，他依然追求一种“至公”的“道”和符合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因而此处表现为一种结合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历史现实主义的显现。

陈亮的思想对于中国近世思想史的演进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理学流弊日益泛滥的明清之际以及其后，许多思想家如黄宗羲、王夫之乃至颜元、章学诚等人都以历史主义思维方式对理学价值构建之不合理性展开批判，就此而论，他们可以看作陈亮思想的后继者。关于永恒的道德价值和相对的历史价值之间的探讨，时至今日仍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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